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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7617 个农民家庭样本，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家庭收入对中国农民子

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具有门槛效应，收入门槛值处于较高水

平；家庭收入低于门槛值对进城就学决策影响不显著，超过门槛值时对进城就学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

情境下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值存在异质性，其中小学阶段高于初中阶段，跨县域高于县域内，同步方

式高于非同步方式。据此，应通过完善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机制进一步降低农民子女进城就学收入门槛，

并针对不同情况实施差异化进城就学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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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sample of 7 617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is study employs 

a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income on the Chinese farmers’ decision-making about their 

children’s going to school in cities .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ousehold income exhibits a threshold effect, with 

the income threshold set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When household income falls below the threshold, its influence on the 

farmers’ decision about their children’s pursuit of urban education is insignificant; however, once it surpasses the 

threshold, it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cision. Furthermore, the study identifies heterogeneity in the 

income thresholds for Chinese farmers’ children to pursue urban education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ith the income 

threshold higher for primary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inter-county migration as opposed to 

within-country migration, and for synchronous enrollment rather than asynchronous migration.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reduce the income threshold for farmers’ children to study in cities by refining the educational 

cost-sharing mechanism for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s. Additionally, tailored policies for supporting urban 

educ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based o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Keywords: Chinese farmers’ children; going to school in cities; household income; Threshold Effect Model; family 

strategy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子女

进城就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根据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统计，在家庭成员有义务

教育阶段在读学生的农民家庭中，选择将子女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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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区就读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 2012年

的 16.05%上升至 2020 年的 30.22%。由于受到中国

独特的户籍制度、义务教育管理制度和高昂进城就

学成本的限制，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民家庭

才能实现子女进城就学行为。这意味着，家庭收入

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

应。中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城乡教育差距，

而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往往被认为是缩小城乡教育

不平等的途径之一。因此，研究家庭收入对子女进

城就学决策的门槛效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农

民子女的城市流动趋势，对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

开发和社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影响因素的研究

可以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视角。从宏观视角

看，农民子女进城就学不只是简单的教育区位选择，

而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产物[1]。

乡城人口迁移模式由劳动力单人迁移向家庭化迁

移的转变以及城乡教育差距促使农民子女不断向

城市流动，利好的户籍制度改革及与之挂钩的义务

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不断弱化进城就学的制度壁垒，

尚未根本消除的制度壁垒及高昂的进城就学成本

仍然是制约进城就学的阻碍因素[2-5]。上述宏观视角

的研究不足在于将农民家庭视为宏观制度变迁的

被动接受者，忽视了其主观能动性。实际上，面对

客观的宏观制度环境，农民家庭并非完全被动接受，

而是依据自身特点主动做出行为选择[6]。因此，进

城就学或留村就学都是农民作为一个能动主体做

出的策略性选择[7,8]。从微观视角看，国内外现有研

究均得出一致结论，即资源越多的家庭越可能发生

教育区位选择行为。收入因素在众多影响进城就学

决策的微观因素中尤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现有关

于家庭收入与人口流动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家庭收入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所

不同（可能为线性也可能为非线性），主要取决于流

动成本和家庭收入水平的相对大小[9]。国内有关家

庭收入与进城就学之间线性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

差异化的结论。部分研究认为家庭收入的提高能够

显著促进农民子女进城就学[10,11]，还有部分研究认

为家庭收入对其没有显著影响[12,13]。这说明在中国，

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的影响可能并非呈

现简单的线性关系，但研究二者之间非线性“门槛

效应”的文献尚不多见。 

有鉴于此，本文在家庭策略的微观视角下，基于

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

策的影响。相较以往研究，本文具有如下三点边际贡

献：第一，关注到家庭收入与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

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已有文献中

关于家庭收入与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之间线性关

系的讨论尚未达成一致性结论的原因；第二，实证测

度了中国现阶段限制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大致

收入门槛值，能够为识别当前宏观制度环境下的进

城就学成本是否仍处于较高水平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第三，通过对不同情境下收入门槛值相对大小的比

较，可以为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现象的一些独特

特征提供家庭策略视角下的解释。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借鉴 Dustmann 等[9]分析财富水平与劳动

力外流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框架，并考虑到中国农

民的进城成本较高及农村地区金融信贷发展不够

健全的现实情况，讨论了在进城就学成本高昂和存

在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家庭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农民

的子女进城就学决策，以及家庭收入与进城就学成

本之间的关系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农民主要通过比较子女留村就学和进城就学

的成本收益，来进行子女就学地点的选择。那么，

子女进城就学的成本和收益分别是什么？对农民

而言，子女进城就学的收益可以理解为教育投资回

报，即通过进城就学获得更好的公共教育资源，从

而提升子女的预期人力资本。然而，这种收益是以

更高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为代价的。这些成本包

括但不限于因子女进城就学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

费、课外补习费、接送子女时间以及因进城就学而

导致的家庭生活成本变化等。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子女进城就学的收益

大于成本，农民就会选择进城就学，但中国的实际

情况更为复杂。子女进城就学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教

育投资，还会产生额外的进城成本。考虑到这些经

济约束，部分农民面临着不能完全依据最优决策来

选择子女就学地点的情况。因此，家庭收入成为中

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门槛条件，超过收入门

槛时子女进城就学才能成为农民的一种可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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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的门槛值（具备子女进城就学能力的

最低收入水平）由消费需求、教育支出和进城就学

成本等因素决定。子女进城就学成本又会因就读阶

段、进城范围和进城方式而异，也因地理区域而异，

因此这些情境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收入门槛值的变

化。上述分析也意味着，子女留村就学的农民分为

两类：一类是认为留村就学比进城就学的净收益更

高的农民，另一类是受到经济约束的农民。家庭收

入的增加可以降低农民面临的经济约束，使他们更

有能力承担子女进城就学的成本。因此，家庭收入

越高，越可能跨越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进而留村

就学的可能性越低，相应地进城就学的可能性越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家庭收入对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

影响是非线性的。当家庭收入低于门槛值时不会选

择进城就学；当家庭收入超过门槛值时，家庭收入

对子女进城就学决策具有正向影响 

H2：不同就读阶段、不同进城范围、不同进城

方式和不同地理区域农民的子女进城就学收入门

槛值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中国农民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CFPS）数据。截至目前，CFPS 已开展

了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

2020 年六期追踪调查。其中，仅有 2012 年、2014

年、2018 年、2020 年问卷中询问了学生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所属区位，2020 年数据尚未公布家庭层面数

据，无法获得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因此本文门槛效

应分析中仅使用了 2012 年、2014 年和 2018 年三期

面板数据，而在异质性分析部分描述中国农民子女

进城就学特征时使用到 2020 年的数据。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通过

CFPS 少儿库①中提供的父母编码 id 与成人库中个

人编码 id 进行匹配，将少儿库和成人库连接起来，

以获取每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父母信息；第二，

通过 CFPS 家庭库中的家庭编码 fid 和少儿库中的

家庭编码 fid进行匹配，得到以家庭为单位的样本；

第三，根据城乡代码和户籍问题，筛选出具有农业

户籍且原始居住地点为农村社区的样本，将之界定

为农民样本，剔除其余样本；第四，筛选出家庭核

心成员中包含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样本，剔除其余

样本。最终，本文共获得有义务教育阶段在读子女

的农民样本 7617 个，其中 2012 年、2014 年和 2018

年的样本量分别为 2990 个、2325 个和 2302 个。此

外，在基于不同情境下收入门槛值异质性的家庭策

略视角解释环节以及稳健性检验环节，还使用了笔

者于 X 省 D 县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数据和访谈资

料。 

（二）模型设定 

基础计量模型可设定为： 

𝑀𝑖𝑔𝑟𝑎𝑡𝑒𝑖𝑡 = 𝛼 + 𝛽𝐹𝑖𝑛𝑐𝑖𝑡 + 𝛿𝑋𝑖 + 𝜆𝑋𝑖𝑡 + 

𝑣𝑖 + 𝑣𝑡 + 𝜇𝑖𝑡            （1）  

方程（1）中，下角标 i标记了农民的样本编号，

下角标 t标记了调研年份编号；𝑀𝑖𝑔𝑟𝑎𝑡𝑒𝑖𝑡是被解释

变量，表示农民 i 在第 t 期是否存在子女进城就学

行为；𝐹𝑖𝑛𝑐𝑖𝑡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民 i在第 t期

的家庭收入；𝑋𝑖和𝑋𝑖𝑡分别为不随时间变化和随时间

变化的控制变量向量组；𝑣𝑖和𝑣𝑡分别为控制个体固

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𝛼、𝛽、𝛿、𝜆为

待估系数，𝜇𝑖𝑡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基础模型可能存在门槛

效应，即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响

受到收入门槛的制约，这会导致门槛值前后的回归

系数出现显著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家庭收入作为

门槛变量，并根据收入门槛值对样本进行划分，以

探究模型的回归系数在不同的样本区间内是否稳

定或存在差异。门槛效应模型的设定形式如下： 

𝑀𝑖𝑔𝑟𝑎𝑡𝑒𝑖𝑡 = 𝛼1 + 𝛽1𝐹𝑖𝑛𝑐𝑖𝑡 + 𝛿1𝑋𝑖 + 𝜆1𝑋𝑖𝑡 + 

𝑣𝑖 + 𝑣𝑡 + 𝜇𝑖𝑡, 𝐹𝑖𝑛𝑐𝑖𝑡 ≤ 𝛾    （2） 

𝑀𝑖𝑔𝑟𝑎𝑡𝑒𝑖𝑡 = 𝛼2 + 𝛽2𝐹𝑖𝑛𝑐𝑖𝑡 + 𝛿2𝑋𝑖 + 𝜆2𝑋𝑖𝑡 + 

𝑣𝑖 + 𝑣𝑡 + 𝜇𝑖𝑡, 𝐹𝑖𝑛𝑐𝑖𝑡 > 𝛾    （3） 

方程（2）和方程（3）中，𝑀𝑖𝑔𝑟𝑎𝑡𝑒𝑖𝑡是被解释

变量，𝐹𝑖𝑛𝑐𝑖𝑡是核心解释变量和门槛变量，𝛾为门槛

值。根据其相应的门槛值𝛾，可以将样本分为两组，

𝛽1和𝛽2分别为两组样本中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

就学影响的回归系数，随机误差项𝜇𝑖𝑡~(0, 𝜎
2)。考虑

到被解释变量进城就学为离散选择变量，参考李清

彬、白志远、陈翔等[14-16]的研究，在使用最大似然估

计法完成对门槛值𝛾的估计后，本文使用 Logit 模型

对方程（2）和方程（3）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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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进城就学。“进城就学”是

指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就读地点为城市（县级及

以上政府所在地中心城区）的就学地点选择行为。

通过问题“孩子就读的学校所在地”进行识别。选

择“农村（包括乡镇）”赋值为 0，表示留村就学，

选择“县城”“一般城市（包括县级市、地级市）”

“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选项赋值为 1，表示进

城就学。 

（2）门槛变量：家庭收入。门槛变量是门槛效

应模型中用来划分数据样本的变量，其目的是将数

据样本分成不同的子组，以研究门槛效应在不同子

组之间的差异。本文选择家庭收入作为门槛变量，

检验家庭收入对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影响

的门槛效应。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的控

制变量包括以下几方面：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家庭

经济资本特征（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家庭人力资

本特征（家庭人口数、父母年龄、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健康状况），家庭政治与社会资本特征（包括党

员户、信教户）；学生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

兄弟姐妹数量；县域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控

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进城就学 是否进城就学：是=1；否=0 7 617 0.207 7 0.405 7 0 1 

家庭收入 家庭年收入水平：万元 7 353 4.303 3 3.993 5 0 50.472 0 

耕地面积 人均拥有的集体分配土地面积：亩/人 7 150 1.151 8 3.037 8 0 83.333 3 

家庭人口数 同灶吃饭的家庭成员数：人 7 150 5.348 8 1.837 0 1 17 

父母年龄 父母年龄的平均值：年 6 965 38.381 8 5.662 0 22 81 

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年 6 829 6.040 6 3.470 7 0 16 

父母健康状况 父母健康状况的平均值：不健康=5；一般=4； 

比较健康=3；很健康=2；非常健康=1 

6 957 2.862 7 1.002 7 1 5 

党员户 是=1；否=0 7 617 0.058 6 0.234 8 0 1 

信教户 是=1；否=0 7 617 0.156 4 0.363 2 0 1 

学生性别 学生的性别：男=1；女=0 7 617 0.532 0 0.499 0 0 1 

学生年龄 学生的年龄：岁 7 605 10.841 6 2.613 9 5 19 

学生兄弟姐妹数 学生的兄弟姐妹数量：人 7 617 1.138 6 0.948 1 0 8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在建立具体的门槛效应模型之前，首先需要进

行门槛效应的存在性检验。门槛效应模型的核心在

于使用门槛值将样本分成两组，只有当这两组样本

的估计参数显著不同时，使用门槛效应模型才有意

义。因此，本文以家庭收入为门槛变量进行检验，

表 2 列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首先，进行单门槛存

在性检验，得到 F 值为 15.20，P 值为 0.0860，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存在单门槛

效应。其次，进行双门槛存在性检验，得到 F值为

9.76，P值为 0.2767，未能拒绝原假设，表明不存在

双重门槛效应。最后，进行三重门槛存在性检验，

得到 F 值为 13.81，P 值为 0.2867，未能拒绝原假

设，表明不存在三重门槛效应。因此，本文采用单

门槛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得到门槛值γ为 6.49 万元。 

表 2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数 F 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P 值 

家庭收入 

单一 15.20 20.443 4 16.614 1 14.694 5 0.086 0 

双重  9.76 22.075 4 16.797 0 12.838 8 0.276 7 

三重 13.81 34.353 0 25.510 3 21.013 1 0.286 7 

注：P值和临界值为采用 Boostrap 方法抽样 1000 次得到的结果。 
 

接着，进行门槛效应的真实性检验。仅仅进行 存在性检验无法确定门槛估计值γ是否与实际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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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γ0相一致。这是由于干扰参数的存在，导致渐进

分布呈现高度非标准分布。因此，Hansen 提出使用

最大似然估计法求得统计量的渐进分布，以检验门

槛估计值γ与实际门槛值γ0是否具有一致性[17]。基

于估计结果绘制了似然比函数图（图 1），横轴表示

家庭收入的门槛值，纵轴表示似然比函数值，虚线

表示 95%置信水平上的临界值。根据 Hansen 提出

的似然比检验公式，当𝐿𝑅(𝛾) > 𝑐(𝜃)时拒绝原假设。

当𝜃 = 5%时，门槛值对应的𝐿𝑅估计值明显小于临

界值，因此可得出上述门槛估计值真实有效[18]。 

 

图 1 门槛效应真实性检验的似然比函数图 
 

门槛值确定之后，可继续对方程（2）和方程（3）

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列（2）和

列（3）可知，当农民的家庭收入位于门槛值左右不

同区间时，家庭收入对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响存

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当家庭收入低于门槛值（6.49

万元）时，家庭收入对子女进城就学决策影响的估计

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

当农民的家庭收入尚未跨越收入门槛时，由于  

表 3 基于门槛值分组的 Logit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全样本 
家庭收入 

≤6.49 万元 

家庭收入 

＞6.49 万元 

家庭收入 0.033 8* 0.007 2 0.044 1*** 

 (0.018 0) (0.048 4) (0.007 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Constant -5.240 0*** -4.986 4*** -4.653 8*** 

 (0.836 0) (1.139 9) (1.305 5) 

Observations 6 267 4 829 1 081 

R-squared 0.194 9 0.197 2 0.186 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受到经济约束，家庭收入的增加不影响进城就学能

力，因而对进城就学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当家庭收入

高于门槛值（6.49 万元）时，家庭收入对进城就学影

响的估计系数为正，同时在 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

著性。这说明，当农民的家庭收入跨越收入门槛后，

子女进城就学决策不再受经济约束，此时家庭收入

对进城就学决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所得的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收入门

槛值只是反映了家庭收入和子女进城就学决策之

间关系变化的拐点，并不意味着每个农民家庭跨过

这一收入门槛值其子女进城就学决策就会出现质

变[14]。因此，本文测算的收入门槛值本身并不精确，

但研究发现依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策价值。

首先，本文发现了家庭收入与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

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已有

文献中关于家庭收入与进城就学决策的关系讨论

尚未达成一致性结论的原因。其次，有义务教育阶

段在读学生的农民样本的家庭年收入均值为 4.08

万元，低于子女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值，并且样本

中只有 18.86%的农民家庭年收入高于进城就学的

收入门槛值，这意味着当前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

的收入门槛值仍然较高，成为制约农民自由选择子

女就学地点的关键因素。再次，尽管本文测算的收

入门槛的绝对值不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但不同情

境下收入门槛值的相对大小则十分重要，可以为农

民差异化的进城就学决策提供合理化解释。因此，

下面本文通过对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值的异质性分

析继续展开讨论。 

（二）异质性分析 

（1）就读阶段异质性。2012—2020 年，中国

农民子女小学阶段进城就学率从 13.02%上升至

25.33%，初中阶段进城就学率从 24.77%上升至

42.94%，初中阶段进城就学率始终高于小学阶段。 

表 4分别测算了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收入门槛值。

结果显示，在两组样本中，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

城就学决策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小学阶

段和初中阶段的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值分别为 7.3820

万元和 3.8700 万元。小学阶段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值

高于初中阶段，这一结果为小学阶段进城就学率低

于初中阶段提供了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合理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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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样本中，有 14.40%的农民家庭年收入超过

7.3820 万元，有 40.19%的农民家庭年收入超过

3.8700 万元，能够跨越初中阶段进城就学收入门槛

的农民家庭数量远超能够跨越小学阶段进城就学

收入门槛的农民家庭数量，导致更多在小学阶段希

望子女进城就学的农民不具有与之匹配的经济实

力，从而采取小学阶段留村就学、初中阶段进城就

学的家庭策略。 

小学阶段的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值高于初中阶

段，这主要源于初中阶段的进城就学成本更低。笔

者在 D 县实地调研发现，在小学阶段，留村就学的

农民子女可以选择走读和寄宿两种方式，由于寄宿

免费外加每天提供 5 元餐补，留村就学的教育费用

支出极低。D 县的县城小学不能寄宿，进城就学只

能选择走读的方式，往往需要家长陪读。农民家庭

或是选择减少母亲工作时间，这增加了进城就学的

隐性成本；或是选择让老人一同进城，原本房租 200

元/月的住房不再能满足居住需求，一般需要租赁房

租在 500~1000 元/月的房屋，这增加了家庭的租房

费用支出。在初中阶段，无论是进城就学还是留村

就学都可以寄宿，县城初中和乡镇初中的成本支出

差异不大。上述因素明显降低了初中阶段进城就学

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要求。 

表 4 异质性分析：不同就读阶段的收入门槛值测算 

就读阶段 F 值 P 值 门槛值 

小学阶段 18.47 0.036 0 7.382 0 

初中阶段 19.96 0.072 3 3.870 0 

注：P值和临界值为采用 Boostrap 方法抽样 1000 次得到的结果。 
 

（2）进城范围异质性。在“以县为主”的义务

教育管理体制下，本文将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的进城

范围划分为县域内进城就学和跨县域进城就学两

类。2012—2020 年，农民子女的县域内进城就学学

生数量始终占全部进城就学学生数量的 72.08%~ 

77.25%，这表明县域内进城就学率高于县域外进城

就学率，大部分农民子女的进城就学范围未跨越义

务教育管理的尺度范围。表 5 分别测算了县域内和

跨县域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值。结果显示，在两组

样本中，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响

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县域内和县域外进城就学

的收入门槛值分别为 2.5020 万元和 7.1320 万元。

跨县域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值高于县域内，这一结果

为跨县域进城就学率小于县域内进城就学率提供

了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合理化解释。研究样本中，有

15.65%的农民家庭年收入超过 7.132 0 万元，有

58.30%的农民家庭年收入超过 2.502 0 万元，能够

跨越县域内进城就学收入门槛的农民家庭数量远

超能够跨越跨县域进城就学收入门槛的农民家庭

数量，这导致更多希望子女进城就学的农民不具有

跨县域进城就学的经济实力，从而采取县域内进城

就学的家庭策略。 

表 5 异质性分析：不同进城范围的收入门槛值测算 

进城范围 F 值 P 值 门槛值 

县域内 13.54 0.088 0 2.502 0 

跨县域 31.20 0.028 0 7.132 0 

注：P值和临界值为采用 Boostrap 方法抽样 1000 次得到的结果。 
 

通常来说，不同地点的义务教育资源的质量排

序为“省会城市>一般城市>县城>农村”。因此，对

于农村家庭而言，随着进城就学距离的增加，其获

得的教育资源质量也随之提高，因此跨县域进城就

学通常会获得比县域内进城就学更好的教育资源

质量。然而，跨县域进城就学也受到更高的收入门

槛限制。受到户籍制度以及各地随迁子女异地就学

政策的限制，农民子女在跨县域的其他城市公办学

校就学需要满足更高的准入资格条件，因此大部分

家庭只能选择民办学校，并需要支付高昂的学费。

例如，在笔者所访谈的 D 县农村学生家长中，有一

位曾经带孩子跨省域流动到东莞就读的家长表示：

“我（孩子父亲）1993 年就去东莞打工了，后来和

老婆一起在东莞做电线电缆生意，小孩从出生就带

在身边，拿不到东莞户口，外地人只能上私立学校，

小学一个学期学费 4000 元。”由于私立学校学费高

昂，在长子读完小学二年级、次子即将升入小学一

年级时，该家长决定返回 D 县，让孩子在县城公立

小学就读。 

（3）进城方式异质性。与国外农民子女进城就

学决策依附于父母进城务工决策不同[5]，中国农民

子女进城决策呈现出与父母进城务工决策的不同

步趋势。实地调研中发现，现实中广泛存在着父母

到大城市务工而子女在县城就学、父母在农村务农

而子女在县城就学等子女进城就学决策和父母进

城务工决策非同步的情况[6,7]。本文据此将进城方式

划分为同步方式和非同步方式两类。2012—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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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同步方式进城就学学生数量始终占全部进

城就学学生数量的 59.07%~66.08%。这表明，在中

国的进城就学农民子女中，大约有六成属于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在父母务工所在城市就学，还有大

约四成的进城就学农民子女与父母分离，他们的父

母或是在其他城市务工，或是留在农村务农，由此

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城市留守儿童”群体。 

表 6分别测算了同步和非同步方式进城就学的

收入门槛值。结果显示，在两组样本中，家庭收入

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其中，同步方式和非同步方式下的进城就学收入门

槛值分别为 6.6100 万元和 4.8400 万元。同步方式

的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值高于非同步方式，这一结果

为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与父母进城务工决

策非同步的独特特征提供了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合

理化解释。研究样本中，有 18.25%的农民家庭年收

入超过 6.6100 万元，有 30.23%的农民家庭年收入

超过 4.8400 万元，能够跨越非同步方式进城就学收

入门槛的农民家庭数量超过能够跨越同步方式进

城就学收入门槛的农民家庭数量，这导致部分希望

子女进城就学的农民家庭不具有通过同步方式实

现进城就学的经济实力，从而采取非同步方式进城

就学的家庭策略。 

表 6 异质性分析：不同进城方式的收入门槛值测算 

进城方式 F 值 P 值 门槛值 

同步方式 15.50 0.092 0 6.610 0 

非同步方式 35.49 0.004 0 4.840 0 

注：P值和临界值为采用 Boostrap 方法抽样 1000 次得到的结果。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选择非同步方式进城

就学的农民家庭在现行制度壁垒和高昂进城就学成

本的制约下已经做出最优选择。首先，对于一些农民

而言，同步方式的进城就学成本过高，超出家庭承受

范围。尽管非同步方式会产生亲子分离等问题，但却

可以降低收入门槛，因此选择非同步方式是能够实

现进城就学的唯一途径。其次，非同步方式下的进城

就学决策不会改变农民家庭中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和

最优配置状态。对于留村务农收入高于进城务工收

入的农民家庭而言，选择让子女通过非同步方式进

城就学可以保证家庭收入不受损失；对于父母去县

外、市外甚至省外务工的农民家庭而言，子女在县域

内就近就学则可以降低进城就学成本。 

（4）地理区域异质性。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

理区域发展并不均衡，农民的家庭收入和进城就学

率也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因此，本文将全样本分

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表 7 分别测算了三

个地区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值。结果显示，

在三组样本中，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

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农民家庭在东部地

区的收入门槛值为 7.2120 万元，在中部地区的收入

门槛值为 4.1680 万元，在西部地区的收入门槛值为

3.0499 万元。整体来看，东部地区的收入门槛值最

高，中部地区的收入门槛值次之，西部地区的收入

门槛值最低。 

表 7 异质性分析：不同地理区域的收入门槛值测算 

分组变量 F 值 P 值 门槛值 

东部地区 15.06 0.072 0 7.212 0 

中部地区 18.48 0.062 0 4.168 0 

西部地区 15.43 0.048 0 3.049 9 

注：P值和临界值为采用 Boostrap 方法抽样 1000 次得到的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数据库。为验证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的

收入门槛效应在其他数据库中是否依然存在，本文

继续使用 D 县 916 个农民家庭样本进行门槛效应

模型估计。使用 D 县数据进行的门槛效应回归，同

样通过了门槛效应的存在性检验和真实性检验，由

此估计得到的门槛值γ为 3.93 万元。表 8 显示了基

于家庭收入门槛值分组估计的结果。与基准估计结

果类似，当家庭收入未达到收入门槛时，家庭收入

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不具有显著影响，当家庭

收入超过收入门槛时，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

学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印证了基准估计得到的

家庭收入与进城就学决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

稳健性。使用 D 县数据得到的收入门槛值低于使用

全国代表性数据得到的收入门槛值，这是因为 D 县 

表 8 稳健性检验：更换数据库 

 （1） （2） （3） 

 全样本 
家庭收入 

≤3.93 万元 

家庭收入 

＞3.93 万元 

 进城就学 进城就学 进城就学 

家庭收入 0.043 8* 0.069 9 0.090 4*** 

 (0.022 9) (0.073 5) (0.032 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Constant -0.362 0 -1.734 4 0.033 3 

 (0.921 3) (1.274 2) (1.174 4) 

Observations 916 443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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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西部地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收入水平

及消费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 D 县数据库全部

为县域内进城就学样本。因此，使用 CFPS 数据库

和 D 县数据库的测算结果可以形成交互印证，证明

了本文测算得到的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值具有一定

的可靠性。 

（2）门槛值稳健性检验。门槛值的大小可能会

受到控制变量加入的影响，因此通过逐步加入控制

变量的方法对门槛值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和说明。如

表 9 所示，当只考虑家庭收入一个因素未加入任何

其他控制变量时，得到的门槛值为 5.5747 万元，但

此时的门槛值存在性检验并不显著。这说明影响农

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因素众多，只靠家庭收入本

身来解释远远不够。当逐步纳入家庭经济资本和家

庭人力资本特征时，收入门槛效应变得显著，此时

门槛值为 5.6600；继续纳入家庭政治与社会资本、

学生个体特征，收入门槛效应均显著，且收入门槛

值始终位于[5.5747, 6.5409]区间内。除将基准估计

中的上述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之外，还需考虑相较

“父-子”二代的代际结构，“祖-父-子”三代的代际

结构中，祖辈的存在既可能为孙辈提供照料，也可

能因身体状况产生额外的照料需求，因而对进城就

学决策也会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据此继续将家庭

代际结构纳入回归，此时收入门槛效应依然显著，

且得到的收入门槛值为 6.1139 万元，与基准估计结

果差异不大。检验结果表明，基准估计所得结果是

稳健的，且收入门槛值的大小也较为稳健，不受控

制变量加入的影响。 

表 9 稳健性检验：门槛值的稳健性 

控制变量 P 值 门槛值 

无控制变量 0.308 0 5.574 7 

家庭经济资本 0.256 7 5.610 0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 0.058 6 5.660 0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政治与

社会资本 

0.055 2 6.540 9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政治与

社会资本+学生个体特征 

0.086 0 6.489 9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政治与

社会资本+学生个体特征+家庭代际结构 

0.025 1 6.113 9 

 

（3）缓解内生性问题。就本文来说，家庭收入

与进城就学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即农村家庭收入增

加能够促进进城就学，进城就学所产生的教育支出

压力也会激励农村家庭增加收入。另外，模型也可

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为了缓解上述内生性问题，

在可得数据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学生

父亲进城务工年限”作为工具变量[16]。当学生父亲

留村务农时，工具变量取值为 0，当学生父亲进城

务工时，通过学生父亲正在城市地区的非农工作开

始年份与调研年份计算进城务工年限。由于只有

CFPS2012 询问了劳动力非农工作的开始年份，因

此仅使用 2012 年横截面数据进行工具变量模型估

计。表 10 显示了使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第

（1）列显示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学生父亲进城

务工年限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而且对农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2）列

显示了全样本估计结果，第（3）列和第（4）列分

别显示了家庭收入位于收入门槛值左右两侧的分

样本估计结果。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

基准估计所得结果依然成立。 

表 10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估计 

 （1） （2） （3） （4） 

 全样本 家庭收入≤6.49 万元 家庭收入＞6.49 万元 

 家庭收入 进城就学 进城就学 进城就学 

父亲进城务工年限 
0.137 8***    

(0.011 3)    

家庭收入  0.016 6* 0.010 6 0.025 0** 

  (0.009 1) (0.019 2) (0.012 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Constant -1.536 6 0.058 5 0.025 5 -0.371 8 

 (0.689 2) (0.077 3) (0.083 6) (0.526 8) 

Observations 2 150 2 150 1 854 296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第一，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

响存在门槛效应，使用 CFPS 数据得到的全国层面

农民子女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值为 6.49 万元。家庭收

入低于门槛值时，家庭收入对进城就学决策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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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家庭收入超过门槛值时，家庭收入对进

城就学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样本中只有 18.86%

的农民家庭达到了收入门槛值，意味着现阶段农民

子女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值仍然较高，成为制约农

民子女进城就学的重要阻碍因素。 

第二，面对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化进城就学收入

门槛限制，农民家庭采取了策略性应对措施，以实现

既定宏观制度背景下的最优决策。其中，小学阶段进

城就学收入门槛值高于初中阶段，导致部分农民采

取小学阶段留村就学、初中阶段进城就学的家庭策

略；跨县域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值高于县域内，导致

大部分农民只能采取县域内进城就学的家庭策略；

同步方式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值高于非同步方式，导

致部分农民采取非同步方式进城就学的家庭策略。 

（二）政策启示 

第一，降低农民子女进城就学收入门槛。考虑

到现阶段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仍然

处于较高水平，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

方合作，进一步完善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机

制。其中，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对进城农民子女的奖

学金和助学金等教育补贴来降低农民子女进城负

担，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捐赠、募捐等形式为

进城农民子女提供教育支持。此外，对于进城就学

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应加强普惠性托育服务，例

如通过城市寄宿制中小学减轻农村家庭的照料负

担和生活费用支出，从而促进教育公平。 

第二，针对不同情况实施差异化进城就学扶持

政策。针对小学阶段进城就学收入门槛较高的情况，

可以通过加强城市地区普惠性托育服务、建设寄宿

制小学等措施减轻农民家庭的照料负担和生活费

用支出。针对跨县域进城就学收入门槛较高的情况，

应考虑突破“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逐

步提高义务教育管理层级，从而解决义务教育管理

重心偏低的问题，减少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因地域跨

度而面临的难题。针对农民子女非同步方式进城就

学的情况，城市地区中小学可以设立家庭支持中心，

为异地务工父母提供关于子女学习进展的信息，并

指导父母如何在远距离情况下为子女提供学习支

持以及处理子女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注释： 

① 在 CFPS 数据中，少儿库和成人库以 16 周岁为区分点，

年龄的计算方法为（调查年份-出生年份），15周岁及以

下个体属于少儿库，16周岁及以上个体属于成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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